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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发现１９５８年两个重要的政策变化导致了粮食主产
区的饥荒：工业 “大跃进”和粮食 “包干制”。在大跃进的背景下，
包干制诱导粮食主产区在正常年份通过高征购发展本地工业，当面
临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０年粮食连续减产时，这些地区遭受饥荒的冲击也
越大。本文利用历史数据证实了上述假说，工业化进程越快的地区
的粮食销售也越多，对本地粮食的征购也越彻底，进而死亡率也越
高，并且这些效应在饥荒年份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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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发生了一次饥荒，与以往人类历史上的
饥荒相比，这次饥荒的特殊之处是饥荒主要发生在粮食主产区。按照曹树基
（２００５）的计算，饥荒最严重的省份依次为四川、安徽、河南、湖南和山东，

这五个省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之和占全部非正常死亡人数的７１％，众所周知
的是，这几个省份都是我国最主要的粮食主产区，其粮食产量之和占全国粮
食总产量的３７．１％ （１９５７年），四川更是有 “天府之国”的美称，在这些地
区发生饥荒实在难以理解。即使考虑到当年的天气和人为因素造成的粮食减
产，一些研究也发现粮食产出与饥荒之间有负向关系。范子英和孟令杰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的研究发现如果一个省份的非粮食作物越多的话，饥荒的影响
越小，这说明种植粮食的地区经历了更严重的饥荒；Ｍｅ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的
研究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证据，她们分别计算了每年的死亡率和粮食产出的相
关系数，发现两者在正常年份并无显著的关系，但在饥荒开始的１９５９年则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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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非常显著的负向关系，拘于难以理解的原因，她们称这种负向关系为 “逆
转效应”（ｒｅｖｅｒｓａｌ）。

１ 此为原粮，即未经过初加工的粮食，原粮与贸易粮之间的折算比率为８２％—８４％（刘愿，２０１０）。
２ 实际上，这一现象也与上述研究的推论相悖。政治激进和政治理性都认为中央政府需要在不同地区重
新分配粮食，将产粮区的粮食转移到粮食短缺的地区，这样才会要求产粮区提高粮食征购水平，并以此考
核地方官员；城市偏向则认为大城市的需求（如北京、上海和天津）构成了高征购的原因。因而，这些假说
都会有一个推论，即粮食跨省调拨会随着征购量上升。

既有的研究都无法解释为何大饥荒会发生在粮食主产区。一个直观的现
象是在１９５９年征了 “过头粮”，当年的粮食征购高达１　３４８亿斤１，占全部粮
食产出的４０％，征购后的农村剩余粮食不足，饥荒便在这些地区爆发了
（Ｂｅｒｓｔｅｉｎ，１９８４）。但高征购与饥荒之间是一个非常直接的逻辑，一些研究试
图探讨高征购的原因。其中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第一种观点是政治激进，
认为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地方官员都积极向新政权表忠心，其中最主要的
方式就是贯彻中央政策的力度，党员越少、解放越晚的地区往往都是新区，
其表忠心的动机更强烈，因而政策更激进，高征购的现象更严重 （Ｙａｎｇ，

１９９６；Ｋｕ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ｎ，２００３）；第二种观点是政治理性，认为当时中央考核地
方官员的主要指标是粮食征购，因而那些级别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地方书记相
对于正式委员更加激进，超额征收粮食的现象更普遍，以此来获得政治晋升
（Ｋｕ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ｅｎ，２０１１）。但是这两种观点都无法解释一个事实，即在高征购
的同时，粮食的销售却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例如１９５９年的粮食征购水平为历
史最高，但同期的粮食销售量也达到１　０１４亿斤，扣除掉当年的粮食出口，结
转库存仅为２８亿斤，与１９５７年相差无几，因而粮食需求的增长才是这些地
区高征购的直接原因。Ｌｉｎ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２０００）的研究是唯一从粮食需求角度解
释饥荒的，他们认为粮食的统购统销制度是为了保障城市居民的需要，粮食的
分配存在 “城市偏向”，因而城市人口决定了征购水平，但是从图１可以看出，
当１９６０年国家大幅度削减粮食征购时，城市人口数量并没有同比例下降，即使
是考虑到粮食进出口，当年可用于销售的粮食也比１９５８年少，这说明如果

１９６０年之后的低征购可以满足城市人口的粮食需要，那么城市偏向假说就无
法解释之前的高征购，因而城市偏向所产生的粮食需求并不足以解释１９５８—

１９６０年的高征购。并且，这些研究还忽视了一个特征事实，即在粮食主产区
提高征购量的同时，粮食的跨省调拨却保持相对的稳定，这说明绝大部分新
征购的粮食都被用于本地消费。２ 但为何产粮区的粮食需求在１９５８年会急剧增
加、进而导致了产粮区的饥荒？这一现象重要却没有被研究过。
我们在本文重新梳理了 “二五”时期的相关政策，发现有两个重要的政

策变化被既有的研究忽略了，而这两个政策对于粮食主产区的饥荒至关重要。
第一个政策是工业 “大跃进”，１９５８年的 “赶英超美”全面提升了工业发展速
度，发展速度的加快意味着积累率的提高，积累率的提高意味着需要从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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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中国历年的城市人口与粮食征购

资料来源：城市人口数据来自于 《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
（１９４９—１９８９》；粮食征购数据来自于 《农业经济资料 （１９４９—１９８３）》。

转移更多的资源 （Ｌｉ　ａｎｄ　Ｙａｎｇ，２００５），这其中就包括最重要的农村资源———
粮食，我们在后文的分析中给出了微观证据，证明 “过度赶超”的工业化战
略是如何增加对粮食的需求，进而不得不提高对粮食的征购量。第二个政策
是粮食 “包干制”，１９５８年中央政府第一次试行对地方放权，其中就包括粮食
管理权限，粮食 “包干制”规定各地的发展用粮由地方解决，中央不再负责
解决地方新增的粮食缺口，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为了调动地方发展重工业的积
极性，但对地方政府而言，则意味着必须通过提高对本地粮食的征购来发展
本地的工业，而无法从其他地方调入粮食来解决本地的粮食需求。在这两个
政策的影响下，粮食主产区由于可以征购更多的粮食，其发展地方工业的空
间也更大，即使是在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０年粮食连续减产的情况下，这些地区也
在利用粮食的高征购发展本地工业３，进而导致了粮食主产区的饥荒。我们在
后文利用１９５４—１９６６年的数据证实了上述假说，与以往的研究不同的是，本
文认为是需求而非制度导致了粮食主产区的饥荒。

３ 这种高征购有两个可能的因素：一是信息不对称，即地方领导不清楚基层的粮食产量；二是政治氛围的
影响，由于征购量都是年初制定的，即使地方领导知道粮食减产，也不可能更改初始的征购任务。

本文接下来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对统购统销制度和大跃进背景的回
顾；第三部分阐述工业 “大跃进”是如何增加粮食需求的，以及地方政府在
粮食包干制下的反应，并提出了本文的假说；第四部分是本文的实证分析；
第五部分进一步讨论当时的政治制度在哪一方面激励了地方政府；最后是本
文的结论。

二、制度背景：统购统销与大跃进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过短暂的恢复之后，于１９５３年开始制订经济发展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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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 “五年计划”，并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作为指导方针。４ 但在一个经济基础薄
弱的国家里，资本是非常稀缺的，发展重工业有悖于初始禀赋条件，通过市
场的方式是无法贯彻该战略的，于是政府加大对经济的控制，通过计划的方
式将资源配给到工业部门。为了使得重工业战略切实可行，当时的政府垄断
了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在城市部门将私有企业国有化，剥夺企业主的决策
权，废除工业品和农产品的自由交易。为了使得工业部门有利可图，政府最
大限度地降低工业生产过程中的投入成本，即压低工业部门的工人工资和原
材料的价格。该政策要想获得工人的支持，则必须保障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
不能因为低工资而下降，因而政府不得不对生活必需品采取配给制度，其中
以粮食最为关键，但是由于价格偏低和农民惜售，通过市场购买的方式无法
筹集到足够的粮食，于是在１９５３年实施了粮食的 “统购统销”，采用 “计划
收购”的方式征集农民的粮食。

４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党内获得了一致通过，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苏联模式的成功。
５ 在１９５４年的丰收之后，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某些地方的过度征购问题，不得不降低征购指标，并警告
地方官员过度征购可能会引起农民的对抗（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８４）。
６ 《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两年超过英国〉报告的批语》。

当粮食征购后，政府开始在不同群体间分配粮食，即 “计划供应”，供应
的范围除了城市部门外，还包括农村集镇、经济作物区、缺粮区和灾区 （薄
一波，１９９７）。粮食计划收购实际上是一种 “余粮征集制”，将扣除掉农民口
粮、种粮和牲口用粮后的余粮上交政府，但政府与农民在余粮问题上存在信
息不对称，农民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低报产量，地方政府由于政治动机可
能会高报，结果是一些地方征收了 “过头粮”，５ 而另外一些地方却有相对较多
的余粮，为了避免这种 “苦乐不均”的现象，中央在１９５５年实施新的粮食统
购统销政策，即 “三定” （定产、定购、定销）。与初始的统购统销政策不同
的是，新政策要求在粮食播种之前就将计划产量确定下来，再根据定产的部
分进行定购 （粮食盈余地区）或者定销 （粮食亏缺地区），并且规定 “三年不
变”。新政策的好处是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难题，规避了地方政府的道德风
险，同时也可以更加有计划地发展工业，但这一政策无法根据粮食产出波动
进行调节，一旦粮食大幅度减产，势必造成巨大的损失。
在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支持下，“一五”时期的赶超战略取得了意想不到

的成就，于是政府在１９５６年宣布提前完成 “一五”计划的目标。正是在这种
经济建设初步成功的背景下，整个决策层对未来的形势过于乐观，于１９５８年
提出了更为激进的 “大跃进”运动。“大跃进”与 “一五”时期的重工业化战
略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在具体的政策上更加激进，例如钢产量超过英国的时
间由１５年缩短为两年，６ 这意味着１９５９年的钢产量要达到２　５００万吨，是整个
“一五”时期全部钢产量的１．５倍。要实行这种激进的工业化政策，就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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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提高积累率，但城市部门的工人工资已经被压到最低水
平，积累率的提高只能由农民来承担。通过大幅度抽调农村资源来实施新的
重工业化战略，一方面继续以极低的价格将农业原材料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
如棉花、油料等；另一方面动员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作为工业部门的劳
动力投入；此外还利用各地农村的优势就地生产一些工业品，如 “大炼钢铁”
过程中农村的 “小土窑”等等。
工业 “大跃进”增加了对销售粮食的需求，原有的粮食征购量已无法满

足。１９５９年政府重新调整了 “三定”标准，当年销售的粮食达到历史最高水
平１　０１４亿斤，定购指标也随之调整到１　３４８亿斤，在此基础上推算出当年的
粮食产量为５　０００亿斤。但１９５９年不仅没有出现预期的粮食增产，反而出现

１５％的大幅度滑坡，当年的实际粮食产量仅为３　４００亿斤，比预期的产量水平
低３２％。如果是在一个完善的自由市场制度环境下，这种减产会反映在价格
上，并最终传导到政府决策层。但在计划经济年代，粮食的统购统销制度并
不能对这种产出波动进行调整，政府依然按照原定的标准征购粮食，粮食主
产区在征购后的余粮已不足以维持生存，于是饥荒便最早在这些地区大范围
爆发了。
从图２可以看出，以钢产量代表的重工业产值的变化与粮食征购在时间

上是一致的，１９５８年提出 “以钢为纲”的战略口号后，钢成为最重要的工业
品，产量由１９５７年的９５０万吨上升至１９６０年的２　９７７万吨，同期的粮食征购

图２　中国历年的钢产量与粮食征购

资料来源：钢产量数据来自于 《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
（１９４９—１９８９》；粮食征购数据来自于 《农业经济资料 （１９４９—１９８３）》。

量也相应增加，以保障工业化的基本需要。而在１９６１年开始的调整巩固阶
段，决策层已经意识到过度投资所造成的问题，国家大幅度压缩了投资规模，
当年的基本建设投资计划仅为１９６０年的３７％，在建的大中型项目相比上年减
少了４０％，钢产量也降至１９６０年的３８％。积累率的下降也降低了对征购粮
食的需求，当年的粮食征购量也仅为１９５９年的５７％。１９６４年开始的 “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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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同样将发展的重点放在重工业，钢产量又呈现一个增长的趋势，同期
的粮食征购量也开始上升。由此可见，粮食的征购水平是与工业发展对粮食
的需求相一致的。

三、作用机制及理论假说

大跃进催生的粮食需求并不必然导致粮食主产区的饥荒。有几个可能的
反面机制存在，首先在大跃进期间，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部门工作，
如果新征购的粮食与转移的人口同比例增长，那么粮食征购只是将那些在农
村消费的粮食转移到了城市，并不会因此导致粮食短缺；其次在 “一五”时
期，一些地方由于工业发展新增的粮食需求，可以向中央要求从其他地方调
入粮食，工业发展不会导致本地的粮食征购上升。接下来，我们给出微观证
据证明这两个反面机制在 “二五”时期都不成立。

（一）大跃进加剧了粮食在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的分配不均等

７ 陈云在《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下乡的问题》中指出，工人在城市吃饭和在乡下吃饭大不一样，工人下乡
的第一年就可少供应１５０斤。见《当代中国粮食工作史料》，上卷，第３１６页。

　　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运动导致各地都扩大了投资规模，大量新项目增加了对劳
动力的需求，由于城市工人已不能满足需求，大量工矿企业开始从农村招收青
壮年劳动力，仅１９５８年就新增了２　１００万的工人，１９６０年的城镇就业人口达到
历史最高的５　０４４万，相比１９５７年增长了一倍，城市粮食的销售面也随之扩
大，政府不得不相应增加对农村粮食的征购以满足需求 （Ｌａｒｄｙ，１９８７）。如果
粮食的增购与劳动力转移是完全对应的，即将原来在农村消费的粮食等量转
移到城市，则不会加剧人均意义上的粮食分配不均。但是，有三方面的证据
表明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加剧了粮食分配不均等，首先，曹树基和廖礼营
（２０１１）的研究利用地方档案资料，发现工矿工人的供应标准是所有人群中最
高的，这意味着农业劳动力在进城之后相比农村会消费更多的粮食，而这部
分新增的消费只能来自于对产粮区粮食的征购，进一步减少了产粮区的余粮，
该研究还揭示了一个有趣的事实，城市的普通居民的口粮供应标准是所有人
群中最低的，这也说明粮食的统销政策并非完全出于照顾城市居民的需要。
其次，在１９６１年的调整阶段，国家为了缓解粮食销售的紧张问题，仅当年就
遣返了２　０００多万的工人，这也间接说明农村的供应标准显著低于城市。７ 最
后，大跃进运动也充分利用了遗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大概动员了１　７００万的劳
动力就地参加大规模的水利、炼钢和筑路建设 （Ｒｉｓｋｉｎ，１９８７），这些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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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供应标准是按照工业人口计算的，主要也是由国家征购的粮食供应。８因
而，工业发展会派生大量的粮食需求，导致产粮区人均可获得的余粮减少，
进而引发粮食主产区的饥荒。河南省对县城不同人群粮食销售标准的规定见
表１。

８ 在１９５８年年底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做好棉花、油料收购工作和加强粮食计划供应工作的指示》中，就
提出该部分粮食供应使得统销面过大，提出在１９５９年要压缩这部分劳动力的供应标准。
９ 见１９５８年４月《国务院关于改进粮食管理体制的几项规定》。
１０ 在１９５８年年底召开的全国粮食厅局长会议上，李先念强调中央仅负责京、津、沪、辽和出口粮食，各省
发生粮食问题、饿死人、闹粮荒由各省负责。见《当代中国粮食工作史料》，上卷，第３００页。
１１ 一部分出口粮食是为了进口工业化所需的机器，不过这些出口都是由当时的粮食部统一负责，而不是
各省单独出口。

表１　河南省对县城不同人群粮食销售标准的规定

工矿工人 机关干部§ 小学教师 其他工人 中学生 市民及工商业

供应标准 （斤／月） １６　 １０　 ８　 ８　 ５　 ３ （原粮）

　　注：这里供应的是白面
§包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和邮电工人

包括手工业工人、店员、建筑工人、私营医生、剧团、船员等
资料来源：曹树基和廖礼营 （２０１１）。

（二）粮食需求的增加导致了对本地粮食征购的上升

粮食的需求增加并不必然会导致本地征购的上升。在 “一五”时期，粮
食的统购统销由中央统一管理，这意味着各地的粮食销售与征购之间不是一
一对应，当由于工业发展或者非种粮居民过多时，地方可以向中央要求调入
粮食，例如京、津、沪、辽四个地区每年都调入了大量的粮食，但是 “二五”

时期国家对粮食购销体制进行了调整，降低了从其他地区调入粮食以发展本
地工业的可能性。

为了充分调动地方参与 “大跃进”运动的积极性，１９５８年中央政府将大
量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超过８０％的中央企事业单位下放给地方政府管理，其
中纺织部直属的企业全部下放，轻工业部下放９６．２％，化工部下放９１％，机
械部下放８１．５％，冶金部下放７７．７％等等 （薄一波，１９９７）。为了与企业下
放相匹配，国家将粮食管理的权力也下放给地方，即中央只负责省际间的粮
食缺口，并且是以１９５７年的粮食购销为基数，即地方以１９５７年的差额进行
包干，包干之外的粮食由地方自由使用。９这意味着如果一个地区要通过提高
积累率的方式发展本地的重工业，则必须增加对本地粮食的征购量，而很难
通过其他地区的粮食调入解决本地的粮食需求。１０各省的粮食征购中用于粮食
外调的主要是两个去向，一是调入其他省，二是出口，１１从图３可以看出，

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粮食征购量大幅度上升，相应的粮食调出也从１９５８年的１７０亿
斤增加至１９５９年的２０５亿斤，但是其中大部分新增的粮食调出都是为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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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１９５９年的粮食出口增加了２８亿斤，实际的省份间的粮食调拨仅为１１０亿
斤，比整个 “一五”时期都低，这意味着从粮食主产区调出的粮食中，用于
弥补其他缺粮地区的部分没有增加，１２绝大部分新增的粮食征购都留在本地，
因此本地因素才是粮食主产区征购量上升的主因。

１２ 粮食大量调入的地区主要是四个：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１９５７年这四个地区的粮食调入量占全国所
有粮食调入的６９％。
１３ 四川省的外调粮食有很大一部分是出口，例如１９５９年外调的４９亿斤粮食中，用于出口的有１４．４
亿斤。

图３　中国历年的粮食征购、出口与省间调拨

资料来源：《农业经济资料 （１９４９—１９８３）》。

我们以四川省为例看看粮食是如何在省内和省间分配的，１９５７—１９６０年
间，四川省的粮食征购量都超过了９０亿斤，在所有省份中最多，并且没有因
为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０年的粮食大幅度减产而降低，征购粮主要有两个用途：支
援其他省份和本省内部消费。如果粮食征购是政治激进的表现，那么四川省
应该会向中央交更多的 “公粮”，一些文献也将四川在１９６０年还大量调出粮
食作为一个典型案例 （Ｗａｌｋｅｒ，１９８４；Ｋｕ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ｅｎ，２０１１），但实际上当年
调出的粮食仅为２９．５亿斤，远低于１９５７年的５８．４亿斤，这种粮食外调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粮食 “包干制”的规定，１３而与地方领导的个人特征和政治激励
没有直接联系。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间的外调粮减少的同时，粮食的征购量却有一
定程度的上升，意味着用于本省的粮食销售增加了，这与 “大跃进”期间的
工业化有直接关联。表２还揭示了另外一个事实，由于省内不同地区的工业
化进程不同，省级政府需要在全省范围内统筹粮食的购销，即需要对那些工
业发展迅速的地区补助一定的粮食，因而在 “大跃进”期间省内不同地区的
粮食调拨也迅速增加，１９６０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２２．２８亿斤，与当年的粮食
调出量相差无几，其中调入重庆和成都的粮食占省内调拨粮的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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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四川省的粮食征购、调出与省内调拨（亿斤）

年份 １９５５　 １９５６　 １９５７　 １９５８　 １９５９　 １９６０　 １９６１　 １９６２　 １９６３

总产量 ３９２．１　 ４３１．２　 ４２６．１　 ４４９．１　 ３１６．４　 ２６７．９　 ２３１　 ２８７　 ３４０．１
征购量 ８７　 ９１．２　 ９９．６２　 １０７．６３　 １２０．２４　 ９８．６５　 ７１．２４　 ６６．８２　 ７４．４３
调出量 ３１．５９　 ４４．３８　 ５８．３９　 ３９．７５　 ４９　 ２９．４７　 ６ －２．１５　 ９．６
省内调拨量 １２．１６　 １４．５　 １９．７　 １９．２８　 １８．６４　 ２２．２８　 １８　 １２．７８　 １７．９４

　　注：总产量为原粮，其他为贸易粮。
资料来源：总产量、征购和调出来自于《农业经济资料（１９４９—１９８３）》，省内调拨量来自于《四川省粮

食统计资料（１９５０—１９９１）》。

因而，在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下，粮食管理权限的下放使得粮食主产区可
以通过征购本地粮食发展地方工业，在正常年份，这一制度赋予了地方政府
足够的发展激励，但是当面临粮食的大幅度减产时，由需求所催生的粮食征
购无法在短时间内作出调整，于是饥荒便在粮食主产区爆发了。因而，本文
要验证的假说是：工业化加速导致了粮食销售的增加，在１９５８年包干制的影
响下，这直接反映为本地粮食征购的增加，当面临１９５９年粮食减产的冲击
时，那些工业化进程越快的地区的死亡率也越高。

四、数据、模型及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描述

　　本文所使用的核心数据是各省的粮食征购、调出与调入，这一数据来源
于 《农业经济资料 （１９４９—１９８３）》，最近的几份研究都涉及该数据 （如Ｋｕ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ｎ，２００３；Ｋｕ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ｅｎ，２０１１；刘愿，２０１０等等），该数据集由原农牧
渔业部计划司于１９８３年汇总，详细记载了各省的农业产出、征购和消费，特
别是其中记载了大跃进期间的粮食销售情况，能够区分到底是需求还是制度
导致了粮食的高征购。本文所使用的其他数据来自于 《全国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 （１９４９—１９８９）》。
中国各地的自然、历史和地理情况差异巨大，即使是正常年份，地区间

的死亡率也相差巨大，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以１９６０年 （饥荒最严重的年
份）的死亡率与１９５７年 （正常年份）的差异表示饥荒的严重程度 （图４纵
轴）；同理，各地由于工业基础、自然禀赋等导致工业发展程度不同，我们以

１９５９年 （滞后一年）的重工业比重与１９５７年的差异表示工业化进度 （横轴）。
可以看出，那些工业化进程越快的地区，其死亡率上升越快，如四川、河南
和安徽的重工业比重在两年间上升了近２０个百分点。图４中的虚线是饥荒和
工业化进程的平均变化幅度，饥荒比较典型的地区都落在两条虚线的右上方；
圆圈表示的是１９５７年的人均粮食产量，由于大跃进和粮食包干制都是在１９５８
年开始的，两者都是参照１９５７年的水平，因而１９５７年那些粮食丰裕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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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跃进期间会更加倾向于提高征购来发展工业，可以看出饥荒较严重的地
区 （虚线以上）的粮食都比较丰裕，并且这些省份的重工业发展速度都相对
较快。一个直观的理解是，粮食主产区因为过快的工业化进程导致了更严重
的饥荒。

图４　工业化进度与死亡率

资料来源：《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 （１９４９—１９８９）》。

（二）模型

１４ 这里只能用人均粮食产出，而不能用农村人均粮食占有量。因为饥荒主要发生在农村，农村人均粮食
占有量不足本身就是农民饿死的直接原因，当控制该变量时，其他变量（如城市偏向）只能通过影响农村
人均粮食占有量影响饥荒，这样在回归中，其他变量的作用全部被该变量吸收了，这也是为何有些研究中
城市偏向不显著或者符号相反的原因。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从１９５４年到１９６６年的２７个省份的面板数据，１９５３年之
前很多省份缺失人口的数据，１９６７年以后是文化大革命，另外重庆、海南和
西藏没有数据，广东缺少重工业发展的数据。基本模型如下：

Ｄｒｉｔ ＝β０Ｇｒａｉｎｉｔ＋β１Ｄ×Ｇｒａｉｎ＋γ０Ｉｂｉｔ＋γ１Ｄ×Ｉｂｉｔ＋λ０Ｕｂｉｔ
＋λ１Ｄ×Ｕｂｉｔ＋Ｘθ＋αｉ＋εｉｔ，

其中Ｄｒｉｔ是第ｉ个省份第ｔ年的死亡率，αｉ是省份的虚拟变量，用来捕捉那些
不随时间变化、但与各地直接相关的影响死亡率的因素，如环境、地理等。

Ｇｒａｉｎ是人均粮食产量１４，Ｄ是饥荒年份虚拟变量，当年份为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时
取１，其他年份取０，Ｉｂ是重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Ｕｂ是非农业
人口的比重，Ｘ是其他控制变量。β０ 表示的是粮食产量在正常年份对死亡率
的影响，β１ 表示的是粮食产量对死亡率在饥荒年份的边际效应，由于在正常
年份，即使是那些产量不高的地区也能获得维持温饱的粮食，因而粮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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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死亡率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这样β０ 应该不显著，但是在饥荒年份粮食产
量直接影响了死亡率，其他国家的饥荒都是发生在粮食欠缺的地区，β１ 应该
显著小于０，但中国的这次饥荒是发生在粮食主产区 （范子英和孟令杰，

２００６；Ｍｅ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即那些产出越多的地区的饥荒越严重，这样β１ 应
该显著大于０。

在正常年份，那些工业发展较快的地区可以通过调入粮食来解决本地需
求，而粮食调出的地区也有足够的余粮，因而工业发展与死亡率之间没有关
系，即γ０ 应该不显著，但１９５８年开始实施粮食包干制，工业发展所增加的粮
食需求不能再从其他地方调入，只能依赖本地的粮食产出，工业发展越快的
地区的农村余粮越少，饥荒也就越严重，因而γ１ 应显著为正。Ｌｉｎ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２０００）认为统购统销制度是为了解决城市居民的粮食缺口，因而即使是在饥
荒年份，那些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也可以跟往常一样从其他地区调入粮食，

如北京、天津和上海，他们并没有直接面临饥荒的威胁，城市人口越多的地
区的死亡率也越低，所以λ１ 应显著小于０；同样的道理，在正常年份城市人
口虽然影响粮食调运，但调出地依然还有充足的粮食，所以粮食对死亡率没
有直接影响，所有影响粮食的因素自然也与死亡率无关，即λ０ 应不显著。

（三）实证分析

依据上述模型及预测，表３一共列出了七个估计。第一个回归仅加入了
人均粮食产量及其与饥荒年份虚拟变量的交叉项，结果与现有的研究基本一
致，交叉项显著为正，说明那些在饥荒年份粮食产出较丰裕的地区却经历了
更为严重的饥荒，中国大饥荒也确实是一次粮食主产区的饥荒。但是第一个
回归并不能揭示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粮食主产区的饥荒，根据前文的分析，

我们知道粮食主产区在大跃进期间更加积极地发展重工业，在粮食包干制的
约束下，发展越快的地区必须征购更多的粮食来解决工业用粮，在面临１９５９
年减产时来不及做出调整，农村地区由于余粮不足爆发饥荒，因而重工业发
展越快的地区所遭受的冲击也越大。我们在第二个回归中加入了重工业比重
及其与饥荒年份虚拟变量的交叉项，此时的交叉项显著为正，表明那些工业
发展更快的地区在饥荒年份的死亡率也更高，水平项不显著说明这一效应仅
在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存在，在正常年份虽然工业发展影响了粮食征购，但粮食本
身并不影响死亡率。第二个回归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当加入新变量后，人
均粮食产出及其交叉项都变得不显著，这说明 Ｍｅ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所发现的
“逆转效应”本质上是因为遗漏变量导致的，或者说粮食产出对死亡率并不重
要，重要的是如何分配这些粮食，工业发展加速改变了原有的粮食分配格局，

而粮食主产区又恰好是那些快速推进工业化的地区，因而粮食主产区的饥荒
是由于工业发展导致的，而与当地的粮食产量没有直接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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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工业化进程对死亡率的影响

变量 （１）ＲＥ （２）ＦＥ （３）ＦＥ （４）ＦＥ （５）ＦＥ （６）ＦＥ （７）ＦＥ

Ｇｒａｉｎ －６４．４７４＊＊＊
（２５．５１８）

－２２．４２４
（３８．７６１）

－４．５１２
（３６．７６４）

－２３．９９１
（４５．３５７）

－２１．２１１
（５０．１８７）

－３４．２２４
（５４．３７５）

－１８．３７２
（５３．５７３）

Ｄ×Ｇｒａｉｎ　 ７９．１４４＊＊＊
（１２．５１２）

－１５．８１６
（２３．６５２）

－４０．８２１＊
（２３．０２５）

－７１．０７７＊＊＊
（２５．４６９）

－１１５．００２＊＊＊
（３１．１５２）

－１１３．７８３＊＊＊
（３５．０７０）

－１３３．３７９＊＊＊
（３５．３８３）

Ｕｂ　 ９．９８５＊
（５．１７０）

１３．５２１＊＊＊
（４．９７９）

１１．９５５
（７．５６４）

８．３５６
（８．０８８）

１２．９８８＊
（７．７９９）

Ｄ×Ｕｂ －２２．９３９＊＊＊
（３．６２８）

－２４．３８４＊＊＊
（３．７８６）

－２１．３０４＊＊＊
（５．４６７）

－１８．１７２＊＊＊
（５．８２１）

－２１．１８７＊＊＊
（５．６９９）

Ｉｂ　 ５．７１４
（４．６６２）

１．９８１
（４．４５６）

３．４０５
（５．３３２）

３．１０１
（６．１８２）

２．９４７
（６．３５７）

３．９６４
（６．３４９）

Ｄ×Ｉｂ　 １４．５８３＊＊＊
（３．５５１）

３７．０８５＊＊＊
（４．８８６）

４３．９６５＊＊＊
（６．１００）

５０．４８９＊＊＊
（７．０１８）

５７．３２３＊＊＊
（７．６４７）

５０．８１４＊＊＊
（７．３５５）

每万人医生数 －０．２７９＊
（０．１４５）

－０．３７２＊＊
（０．１７０）

－０．３７４＊＊
（０．１７４）

－０．３５９＊
（０．１８３）

滞后１期死亡率 －０．０７７
（０．０５６）

０．０９３
（０．０６０）

－０．１０２＊
（０．０６１）

－０．１０１＊
（０．０６１）

Ｄ×党员比例 －２．１８１＊
（１．１４７）

Ｄ×放卫星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２）

常数项 １４．４７０＊＊＊
（１．４９０）

１０．７２２＊＊＊
（２．７５４）

８．２２８＊＊＊
（２．８８５）

１１．５７３＊＊＊
（３．４２１）

１４．１８９＊＊＊
（４．０３４）

１８．１３５＊＊＊
（２．３６４）

１３．５８５＊＊＊
（４．３８７）

Ｒ－ｓｑ　 ０．１３５　 ０．１９３　 ０．２８４　 ０．３４１　 ０．３６７　 ０．３７５　 ０．３７９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Ｐ　 ０．１３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８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观察值 ３６４　 ３５１　 ３５１　 ２９５　 ２５６　 ２４３　 ２４３

　　注：其中括号内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数据为１９５４—１９６６
年２７个省（不含海南、重庆、西藏），广东缺失重工业数据，所有回归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的Ｐ值若大于０．１，则
报告随机效应的结果，反之报告固定效应；第五个回归不包含北京、天津、上海。

考虑到Ｌｉｎ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２０００）的城市偏向效应，我们在第三个回归中加
入了城市化及其交叉项，结果与预期一致，城市化在正常年份并不十分显著
影响死亡率，但在饥荒年份，城市化程度高的地区由于可以调入粮食，因而
能够有效缓解饥荒，城市化与死亡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并且此时工业化的效
应更大，原因是有一部分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恰好也是城市化高的地区，
控制了城市化就可以将城市化的效应从工业化的效应中剥离出来，此时工业
化的系数才真正反映了工业大跃进对饥荒的影响。

１５ 当时的主要疾病是浮肿、妇科病和小儿营养不良，这三种疾病都是饥饿直接导致的。见《卫生部党组
关于防治当前主要疾病的报告（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０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在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饥荒中，由饥饿直接造成的人口死亡相对较少，
主要的原因是大规模的流行病，如天花、瘟疫和霍乱等。但是在１９５９—１９６１
年的中国饥荒中，关于大规模流行疾病的记载非常少１５，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
是饥饿导致的营养不良，这种饥荒模式非常少见，之前仅在１９４４—１９４５年的
荷兰饥荒和１９４１—１９４３年的列宁格勒饥荒中出现过，后两者是因为公共卫生
条件非常完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流行病 （Ｇｒｄａ，２０１１）。这种横向对
比暗示着上述回归可能存在的漏洞，虽然１９５８年实施的户籍制度以及与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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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此类做法在研究中也较为常见，如Ｌｉｎ　ａｎｄ　Ｙａｎｇ（２０００），范子英与孟令杰（２００６），刘愿（２０１０）等。
１７ 城市偏向假说是验证城市化对死亡率的负向作用，但如果城市人口的粮食负担来自本地，而不是外调
粮的话，则与该假说的逻辑矛盾。
１８ 当时有许多耕作方式，如深耕、密植等不仅仅耗费了大量的劳动力，也造成了减产，而公共食堂广为诟
病的“敞开肚皮吃饭”浪费了大量的粮食。

直接挂钩的粮食分配制度能够限制人员流动，进而降低流行病的发生概率，
但是并不能因此排除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公共卫生运动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如
果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的医疗条件更好的话，那么第三个回归就系统性地
低估了工业化对饥荒的影响，因而我们在第四个回归中加入了每万人医生数，
同时为了缓解遗漏变量的问题加入了滞后一期的死亡率，１６每万人医生数与死
亡率显著负相关，说明医疗条件能够降低饥荒对人口的影响，并且此时工业
化的系数由原来的３７上升到４４，遗漏医疗条件低估了工业化的影响。由于三
大直辖市的特殊性，我们在第五个回归中剔除了北京、天津和上海的样本，
此时的城市化的系数变小，而工业化系数变大，这是因为在三大直辖市主要
是城市偏向导致的低死亡率，而工业偏向带来的高死亡率主要发生在其他省
份。１７可能导致前五个回归出现伪回归的因素是激进政策，激进政策包括政治
运动、不切实际的耕作方式、公共食堂等，１８有很多研究显示激进政策导致了
高征购和不合理消费，进而引发了饥荒 （Ｙａｎｇ，１９９６；Ｃ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Ｗｅｎ，１９９７；

Ｋｕ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ｅｎ，２０１１等等），而工业化本身又是激进政策的一个表现，如果
激进政策构成饥荒发生的主因，那么前面回归中的工业化的系数反映的就是
激进政策的作用，我们自然也无法将该系数解释为粮食需求导致的饥荒。为
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采用两个指标来代理各地的激进程度，第一个指标是

１９５６年各地党员数占总人口的比重，杨大力的研究发现那些党员比例越低的
地区往往都是新区，在新政府执政后，更加积极向中央表忠心，在１９５８年的
大跃进运动中也更为积极 （Ｙａｎｇ，１９９６）；不过对于党员比重能否用来度量激
进程度存在一些争论，如各省之间的党员比重比较接近，无法解释政策上的
差异，党员和非党员之间到底哪一类更为激进不确定，以及在具体的政策中
地方一把手的态度更为重要等等 （Ｋｕ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ｎ，２００３），因而我们也采用第二
个更直接的指标，即 “农业高产卫星”的数量。１９５８年的农业 “大跃进”运动
中，各地盛行 “浮夸风”，大幅度虚报当地的粮食产量，《人民日报》称之为 “放
卫星”。我们将１９５８年６月至１９６０年１２月各省在 《人民日报》上放卫星的次数
进行累加，放卫星数量越多的省份，“浮夸风”越严重，随之而来的粮食征购也
就越多，因而放卫星直接反映了政策的激进程度。由于这两个指标都不随时间
变化，在面板数据的回归中会被直接差分掉而无法得到估计系数，因此我们将
其与饥荒年份的虚拟变量相乘，如果激进政策在饥荒年份对死亡率有影响的话，
该交叉项应该通过显著性检验。第六个回归加入了１９５６年党员比重与饥荒年
份的交叉项，估计结果发现那些党员比例低的地区，在饥荒年份的死亡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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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但即使利用该变量控制政策激进时，工业化对饥荒的作用依然非常显
著为正。第七个回归中加入了放卫星数量与饥荒年份的交叉项，结果并不显
著，但其他变量的估计依然非常稳健。这两个稳健性检验也说明过度工业化
导致的饥荒是粮食需求引致的，而与当时的政治激进没有关联。重工业比重
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会使得死亡率上升０．１４６‰—０．５７３‰左右，１９５５—

１９５７年 （正常年份）的重工业化为２２．３％，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分别在此基础增加
了１２．９％、２１．５％、２９．７％和１５．４％，即使以下限来计算，过度工业化也会
使得死亡率增加１１．６‰，占整个饥荒时期死亡率变化的６１．３％。１９

１９ 饥荒年份的累计超额死亡率为１８．９‰，工业化导致死亡率上升１１．６‰（＝（１２．９＋２１．５＋２９．７＋１５．４）
×０．１４６‰），解释力度＝１１．６‰／１８．９‰＝６１．３％。

工业化在不同年份对饥荒的影响也应该不同，１９５８年的粮食产出相对较
多，而１９６１年的政策开始松动，这两年的饥荒相对于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０年较为
缓和。为了计算各年工业化对饥荒的影响，我们在回归四的基础上构造了各
年的虚拟变量与重工业化的交叉项，以此来替代原有的Ｄ×Ｉｂ，由于每年都有
一个交叉项，因而在具体的回归中舍弃水平项 （Ｉｂ），这样各年的交叉项的系
数反映的就是该年工业化对饥荒的影响。我们在图５中将这些系数值按照对
应的年份画成一条折线，可以看出系数显著为正的年份为１９５８年、１９５９年和
１９６０年，并且系数值在１９６０年达到顶点，重工业比重每提高１个百分点，该
年的死亡率上升０．４４‰。

图５　分年度的工业化进度对死亡率的影响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前述实证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有一个潜在的假设，即工业化加速催生了粮
食需求，在包干制的约束下直接演变为对本地粮食的高征购，工业化必须是
通过这一机制影响死亡率，而不是其他可能的机制。验证这一机制的存在需
要分两步，首先，工业化程度越高的地区的粮食销售应更多，这种粮食来源
既可能是通过本地征购，也可能是从外地调入；其次，在包干制的影响下，
工业发展较快的地区的销售粮食应该主要来自本地的征购，即工业化程度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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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地区的征购也越多。为了验证上述假说，我们将粮食销售和粮食征购对
人口进行标准化作为因变量，同时考虑到北京、天津和上海的特殊性，所有
的回归中都舍弃了这三个地区的样本，结果如表４所示。在不区分粮食的具
体用途时，第一个回归显示城市化和工业化都会增加粮食需求，城市人口越
多的省份的口粮供应压力越大，而重工业的发展一方面会由于重体力劳动者
相对较多增加口粮销售，另一方面也会增加事业用粮和工业用粮的销售，重
工业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人均销售粮食将增加０．７斤，例如１９６０年的重
工业比重相对于１９５７年提高了２６．５个百分点，由此导致人均粮食销售增加
１８．６斤，占同期实际的粮食销售增幅的５６％。２０总体的粮食销售由农业销售
和非农业销售构成，农业销售粮食主要供应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和经济作物
区的农业人口口粮，并不包括对产粮区农民的粮食销售，２１该数据在１９５３—

１９６６年间保持相对稳定，１９５９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３３８亿斤，但也与１９５４年

２０　１９６０年人均粮食销售相对于１９５７年增加３３斤，重工业化对此的解释力度为１８．６／３３＝５６％。
２１ 有三个证据显示农业粮食销售的对象没有包括产粮区：１）在一份贵州省某县１９５９年２月到６月的粮
食销售计划报告显示，粮食销售的对象包括非农业人口、工业人口、制酒、饲料、事业用粮、经济作物区和
蔬菜区的农民，产粮区农民不在之列（李隆虎，２０１１）；２）虽然统计上没有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对农业人口的
粮食销售数据，不过《农业经济资料（１９４９—１９８３）》中公布了１９７０年之后的国家供应农业人口口粮的数
据，此时的粮食购销政策与５０年代的基本一致，国家供应的农业人口分为７类：一般缺粮队、因灾缺粮
队、经济作物队、蔬菜队、牧业队、渔业队、林业队，没有包括产粮区；３）地方档案资料也显示，针对种粮农
民只有粮食统购，而没有粮食统销（曹树基和廖礼营，２０１１）。

（３２９亿斤）相差无几。相反，非农业粮食销售在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间增长迅速，

１９５９年销售的非农业用粮是１９５４年的１．５倍，因而非农业销售构成了这段时
间粮食销售量上升的主因。从第三个回归可以看出农业销售与工业发展没有
关联，并且与当地的粮食产量负相关，说明农业销售粮食还仅限于对传统缺
粮人口的补助。而新增的粮食销售主要是由城市化和工业化所引致的，由此
可见工业化加速增加了对粮食的需求，特别是非农业销售用粮。

表４　工业化对饥荒的作用机制

变量
人均销售粮食（万斤） 人均征购粮食（万斤）

（１）总体 （２）非农业销售 （３）农业销售 （４） （５） （６）

Ｇｒａｉｎ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８）

０．３０３＊＊＊
（０．０２２）

０．３４０＊＊＊
（０．０１６）

０．３２１＊＊＊
（０．０１７）

Ｕｂ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３）

Ｄ×Ｕｂ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Ｉｂ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Ｄ×Ｉｂ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２）

Ｄ×党员比例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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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人均销售粮食（万斤） 人均征购粮食（万斤）

（１）总体 （２）非农业销售 （３）农业销售 （４） （５） （６）

常数项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Ｒ－ｓｑ　 ０．１４２　 ０．２１１　 ０．０２５　 ０．４２４　 ０．６５３　 ０．６７７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７４４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１
观察值 ３１２　 ３１２　 ３１２　 ３１２　 ３１２　 ２９９

　　注：其中括号内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数据为１９５４—１９６６年
２４个省（不含海南、重庆、西藏、广东、北京、上海和天津），所有回归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的Ｐ值若大于０．１，则报告
随机效应的结果，反之报告固定效应。

２２　１９５９年的重工业比重相对于１９５７年增加了１８．２％，同期的人均粮食征购增加了４６．１斤，解释力度为
１．８×１８．２／４６．１＝７１．２％。

但是这些新增的粮食需求到底是来自于本地的征购，还是外地调入粮食？
如果是前者，这种粮食需求将直接导致本地农村余粮减少，进而引发饥荒，
如果是后者，本地就会将工业发展的成本转嫁到其他地区，并不会对本地的
农民口粮产生直接影响。平均来看，粮食产出、城市化和工业化都会提高粮
食征购水平 （表４回归四），但这种效应在不同年份对饥荒的影响是有差异
的，高征购仅在饥荒年份才会导致死亡率的上升。因而第五个回归将城市化
和工业化对粮食征购的影响拆分为正常年份和饥荒年份，这里有三个重要的
发现：１）相比于正常年份，城市化在饥荒年份对粮食征购的影响较小，这是
由于城市粮食供应紧张，国家在那三年中几次削减了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标
准；２）在正常年份，工业发展越快的地区的粮食征购越少，其原因是在集中
的粮食管理体制下，可以通过中央政府从其他地方调入粮食，因而不必增加
对本地粮食的征购；３）在饥荒年份，工业化与粮食征购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这是因为自１９５８年开始中央将粮食管理权限下放，不再负责解决地方新增的
粮食需求，工业化发展越快的地区则必须依赖于本地的征购粮食，重工业比
重每提高１个百分点，人均征购粮食将增加１．８斤，以高征购最严重的１９５９
年为例，工业化解释了高征购增幅的７１．２％。２２

可以看出，重工业化进程越快的地区新增的粮食需求越多，在正常年份，
这种新增的需求可以通过调入粮食解决，但１９５８年实施的粮食包干制规定地
方政府负责本地的粮食销售，因而发展越快的地区，从本地农村征购的粮食
也越多，当遭遇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０年粮食大幅度减产时，这些地区的农民开始
面临饥饿的威胁。上述结果证实了工业化发展对饥荒的作用机制，为本文的
假说提供了直接证据。

五、结　　论

中国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的大饥荒主要发生在河南、四川和安徽这样的产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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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这一直是该类研究重点关注却未能解决的难题。本文重新回顾了 “二五”
时期的相关政策，发现以往文献上默认 “二五”政策是 “一五”政策的延续
是错误的，其中以粮食管理体制的改革最为关键。１９５８年将粮食集中管理改
为粮食包干制，加上同期的工业大跃进，这两者对粮食主产区的饥荒至关重
要，工业大跃进催生了粮食需求，在粮食包干制的约束下，那些发展越快的
地区不得不提高对本地粮食的征购来解决需求，当面临１９５９年的粮食减产的
冲击时，这些地区的饥荒也更加严重。重工业比重每提高１个百分点，将会
使得饥荒年份的死亡率上升０．５‰左右，考虑到当时各地非常激进的政策，我
们分别以党员比例和农业高产卫星来代理激进程度，工业化对死亡率的正效
应依然非常稳健。并且当考虑到工业化对饥荒的影响时，粮食产量与饥荒之
间的逆转效应就消失了，这也说明粮食主产区的饥荒与当地的工业发展紧密
相关。过度赶超的工业战略解释了饥荒期间死亡率上升幅度的６１．３％。
虽然有很多文献强调工业发展过快对饥荒的影响 （Ｌｉ　ａｎｄ　Ｙａｎｇ，２００５），

但并没有具体探讨为何工业发展与本地的饥荒有直接联系。本文在实证上验
证了工业发展对饥荒的作用机制，我们发现当重工业比重每提高１个百分点
时，人均粮食销售需求会增加０．７斤，在正常年份这种粮食需求会通过从外
地调入粮食解决，但在饥荒年份由于粮食包干制的影响，这种需求直接使得
本地的人均粮食征购量增加１．８斤，工业发展引致的粮食需求解释了高征购
的７１．２％。因而主要是需求导致了高征购，进而诱发了饥荒，高征购与激进
政策没有因果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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